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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意在探究不同世代的中国青年的政党信任差异，以及经济环境和这种差异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 1990 ～ 2018 年五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文章发现:中国青年的政党信任随代际更替不断提高，95

后青年的政党信任高于之前任何一代;微观经济变量( 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 的作用是有限的，宏观经济环境
( 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 有更显著的作用;政党信任的产生主要发生在青年初期( 16 岁) ，而不是调查年份。

这些发现更有力地支持了政党信任的文化逻辑，而不是基于理性选择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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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政党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公民对于政党以及选举、立法、
行政等各种政治机构的信任全面下降( Norris，2011) ，更倾向于一种新型公民政治。其核心特征之一是
政党的政治标签和象征性功能被弱化，选民不再长期不变地支持某个政党，而是更多地基于候选人或自
己关心的特定社会问题作出选择( Dalton，2014) 。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群体被认为是新型公民政治的
主要参与者，他们具有较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Inglehart，1997 ) 和批判性公民特质( Norris，1999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基础教育得到普及，中产阶层日益壮大，根据现代化理论
的解释，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为新型公民政治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当代中国青年是否发展出类似的
政治观念? 不同世代的中国青年在政党信任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如果政党信任的代际差异存在，
那么不断变动的经济环境如何影响这种差异? 这些是本文试图探究的主要问题。

对于政党信任以及其他制度信任的来源，主要存在制度和文化两种解释逻辑 ( Mishler ＆ Ｒose，
2001) 。制度逻辑认为，制度信任的基础是理性选择，关键在于一种制度是否有令人满意的表现。因此，
随着制度绩效的上下浮动，制度信任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与之相反，文化逻辑认为，制度信任受
到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而这些文化框架形成于青少年时期，且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制度信任
对制度表现优劣的反应并不那么敏感。若基于制度逻辑，政党信任应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对某一个特定
时期的制度绩效的评价; 但若基于文化逻辑，政党信任的差异应主要体现为代际差异。此外，经济环境
因素以两种不同的机制作用于政党信任: 根据制度逻辑，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主要基于近几年内经济
发展水平的变化; 但根据文化逻辑，一个人对当前政党信任水平与其青少年成长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
相关，青少年成长期的经历往往对政治态度产生最为长久的影响( Alwin et al．，1991; Tang ＆ Lin，2020) 。

—851—



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 发现，中国青年的政党信任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处于
最高水平。2018 年第七轮调查数据显示，18 ～ 35 岁的中国青年受访者中政党信任的总比例为 89． 4% ;
而综合对比分析 1990 ～ 2018 年的五轮数据后发现，每一代中国青年都表现出比上一代更强的政党信
任;受访者 16 岁时的宏观经济环境( 尤其是中国占世界 GDP 的比重) 比调查年份家庭经济状况对政党
信任有更强的影响。上述分析结果证明，相比于制度逻辑，文化逻辑更有力地解释了中国青年政党信任
的发展变化。

二、政党信任的两重逻辑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政党信任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下降的趋势，普遍的政党信任依旧维
持着中国政权的韧性( Tang，2016) 。中国的各项政党信任指标都处于很高的水平，这一发现令西方学
界感到意外，却被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等跨国数据反复验证( Tang，
2018) 。对此，以往研究主要基于政党信任的制度和文化逻辑予以解释，本文将在阐释这两个理论逻辑
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经济因素对政党信任的两种作用机制( 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 。

( 一)政党信任的制度逻辑

在制度逻辑看来，政党信任的基本解释框架是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领域中，每一个公民同时也是
一个经济人，任何判断和决策都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权衡，制度信任取决于制度产生的收益。经济投
票模型( economic voting model) 充分体现了政党信任的制度逻辑。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是，经济表现决定
了选民是否选择继续支持现任政府:当经济表现符合或高于预期时，选民更倾向于投票给执政的政党或
候选人( Lewis － Beck，1990) 。普遍的政党信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策能否产生令大多数人满意
的结果。不同世代对于政党制度的评价依据大致相同，即近期国家的经济状况、福利水平、综合国力等。
若基于政党信任的制度逻辑，世代本身无法很好地解释政党信任水平的差异和变化，更为相关的时间变
量应是对政党制度进行评价的具体时间，也就是开展民意调查的年份。

经济表现是制度绩效的核心组成部分。经济持续低迷之下的大面积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
崩溃都可能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威胁政权的稳定( Przeworski et al．，1996 ) 。政府的经济表现一直
是中国制度信任研究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 Yang ＆ Tang，2010; Wang ＆ You，2016) 。将因变量由投票
行为替换为政党信任后，经济投票模型可以用来分析经济表现和政党信任之间的关系。由于信息的复
杂性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现实中所有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例如，近因偏差使人们过度倚重近期经
验，而忽略过往经验( Kahneman，2011) 。当受访者在问卷调查中被要求评价一项政策或制度时，也难以
摆脱近因偏差的陷阱。由此可以推知，政党信任是短视的，人们对政党制度的信任更多取决于近期的经
济表现，而不是多年前的经济表现，更不用提很久之前的青少年时期了。

经济投票模型区分了人们对微观和宏观经济表现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 Lewis － Beck，1990 ) 。
一方面，个人收入的提高是普通大众更关心的问题，而且他们对政府绩效最直接的感知也来自于个人或
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因此，微观经济变量应当和制度信任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家整体经
济状况反映的是国家制度的经济表现，因此，宏观经济状况也会直接影响制度信任。人均 GDP 水平和
通货膨胀率是和居民生活比较密切的两个宏观经济指标，前者反映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后者反映了整
体物价水平。此外，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
感，这自然而然地也会转化成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肯定和信任。基于政党信任的制度逻辑，可以得出如下
一组研究假设:

制度假设 1:调查时间和政党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制度假设 2:调查当年的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越高，政党信任水平越高。
制度假设 3a:调查当年的全国人均 GDP水平越高，政党信任水平越高。
制度假设 3b:调查当年的全国通货膨胀率水平越高，政党信任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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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假设 3c:调查当年的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越高，政党信任水平越高。

( 二)政党信任的文化逻辑

根据文化逻辑，制度信任的基础是相对稳定的文化因素，比如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与制度逻辑不
同，文化逻辑不认为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史天健 ( Shi，
2014) 认为，规范对人们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规范是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准则，
集体主义和等级观念这两种儒家文化价值规范对中国民众制度信任的影响尤为显著。

文化是有惰性的，规范或观念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政治文化更是如此，一种政治倾向持续的时间
越久，转变的难度就越大，往往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Pierson，2000) 。政治文化的这种属性和人的认
知偏差是一致的。人们总是努力维持一种内心的平衡，对挑战固有观念的外部信息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 Festinger，1957) 。人们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屏蔽那些否定固有观念的信息，只接收加强固有观念的信
息，导致固有观念日益增强。可见，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制度信任也不总是基于制度绩效，而在很大程度
上受制于固有的政治倾向。由此推之，政党信任和近期国家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有限的，经济表
现的优劣可能无法有效地改变既有政党信任水平。

在文化逻辑看来，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变，主要通过世代更替完成。英格尔哈特 ( Inglehart，
1977) 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他发现，西方国家经历了一场“消声的革命”，这场革命最重要
的一个方面是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即人们的关注点从经济安全逐渐转向生活品质
和自我表达。而驱动这场革命的根本动力是世代更替: 倾向于后物质主义的年轻一代逐渐替代了倾向
于物质主义的年长一代，最终导致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转变。他的这一论断主要基于物质匮乏和社会
化两个假设。物质匮乏假设认为，贫困和物资短缺会增强人们对安全和物质的需求，而在富裕生活中，
人们更关注个性化的后物质主义需求。社会化假设认为，青少年成长时期是个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这个
时期的人生经历对政党信任以及其他政治态度的影响是持久的，相比之下，成年后的人生经历影响甚微。

在制度逻辑看来，信任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信任的对象是否值得被信任( Hardin，2002 ) ; 但文化逻
辑认为，信任是无条件的，信任的基础是人人都值得信赖的信念，即所谓的“道德性信任”( Uslaner，
2002) 。道德性信任是人们性格的一部分，影响人们对各种人和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既包括社会对象，也
包括政治对象。对于道德性信任强的人而言，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政治信任，都高于猜疑性格的个体。
成长时期也是道德性信任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富裕的生活环境中，青少年可以获得更高的安全感，因而
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他们更容易信任而不是猜忌他人。这种信任会逐渐发展成其性格的一部分，即使之
后经济状况会上下波动，也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而且当人们涉足政治生活时，信任也会从社会对象延
伸至政党等政治对象。青少年成长时期的国家经济状况会影响整个一代人的性格和政党信任，基于此，
可以引出如下一组研究假设:

文化假设 1:世代和政党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文化假设 2a:成长时期的全国人均 GDP水平越高，政党信任水平越高。
文化假设 2b:成长时期的全国通货膨胀率越高，政党信任水平越低。
文化假设 2c:成长时期的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越高，政党信任水平越高。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分析

( 一)数据来源

世界价值观调查致力于追踪世界不同地区政治和社会观念的发展。该调查由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
英格尔哈特于 1981 年创立，覆盖全球 1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约每五年展开一轮新的调查，目前共完成了
七轮调查。中国在 1990 年首次加入这一国际性学术合作项目，并参加了之后历轮的调查。这一调查为
研究政治态度的地区差异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本文对中国青年政党信任的实证分析也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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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调查。同时，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开放数据平台提供了实证分析所需的宏观经济指标。另外，
本文基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的界定，将青年限定在 14 ～
35周岁，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受访对象为 18岁及以上人群，因此分析样本中不包含 14 ～17岁的青年。

( 二)政党信任变量

政党信任是本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因变量。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政党信任对应的问题为“您对政
党这类政治组织的信任程度如何? 是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还是根本不信任?”根据 2017 ～
2020 年第七轮调查数据，在近 80 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 18 ～ 35 岁青年的政党信任基本处于最高水平，
“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共计达到 89． 4%，“非常信任”所占比例为 34． 2%，排名第一，超过了
调查覆盖的 2019 年 GDP排名前 20 国家①中的 17 个。如图 1 － a 所示，中国青年的政党信任比例远远
高于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巴西、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

注:图 1 － a基于 2017 ～ 2020 年第七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比较了世界主要国家青年政党信任( “比较信任”和“非
常信任”) 的差异。图 1 － b基于 1990、2001、2007、2013 和 2018 年五轮世界价值观调查( 1995 年的调查未公布政治
信任的相关数据) ，比较了不同时期中国青年政党信任( “非常信任”) 的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参见 https: / /www． worldvaluessurvey． org /wvs． jsp。

图 1: 18 ～ 35 岁青年政党信任的国别和时期差异

本文将“非常信任”看作因变量，当受访者表示“非常信任”时，政党信任赋值为 1，当受访者表示
“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或“根本不信任”时，政党信任赋值为 0。这一安排是因为中国受访者政党信任
的水平普遍较高，仅仅以信任与否作为因变量的赋值标准无法很好地体现政党信任的时间变化和群体
差异。如图 1 － b所示，中国 18 ～ 35 岁青年对政党非常信任的比例在 1990 ～ 2013 年期间较为稳定，以
30%为基准上下波动，但在随后的五年中有显著提升。

( 三)年龄、时期和世代变量

受访者年龄、调查完成的年份和受访者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大众态度和行为变迁的重
要因素( Yang ＆ Land，2013) 。利用历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纵向数据，可以进行中国政党信任的年龄—
时期—世代分析 ( age － period － cohort analysis) 。其中，“时期”对应的是调查完成的年份，即 1990、
2001、2007、2013 及 2018 年( 1995 年数据未公布) 。16 岁一般被认为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节点
( Tang ＆ Lin，2020) ，因而“世代”的划分依据是受访者 16 岁之前经历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根据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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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发布的数据，GDP排名前 20 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
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荷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瑞士。其中，印度、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未包括在此轮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



研究的世代划分标准，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分为六个世代: 建国时期( 1949 ～ 1965 年) 、“文革”时期
( 1966 ～ 1977 年) 、改革初期( 1978 ～ 1988 年) 、改革后期( 1989 ～ 2000 年) 、85 后( 2001 ～ 2010 年) 和 95
后( 2011 年至今) ( 见表 1) ( Tang ＆ Lin，2020) 。

表 1:新中国六个世代的划分

世代
受访者达到

16 岁时的实际年份
出生年份 重大社会经济变革

建国 1949 ～ 1965 1933 ～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文革” 1966 ～ 1977 1950 ～ 1961 “文化大革命”
改革初 1978 ～ 1988 1962 ～ 197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

改革后 1989 ～ 2000 1973 ～ 1984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逐步健全，中国
经济进入快速而稳定的发展阶段

85 后 2001 ～ 2010 1985 ～ 199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成熟稳定，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举办北京奥运会，

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合作

95 后 2011 后 1995 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举世瞩目，国际地位
迅速提升，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认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四)微观和宏观经济变量

微观经济变量的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一道量表题: “您对自己家庭的经济状
况满意吗?”量表中，数字 1 代表非常不满意，数字 10 代表非常满意。中国 18 ～ 35 岁青年的经济状况满
意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全国人均 GDP、通货膨胀率和中国占世界 GDP 比重。人均 GDP 和通胀率综合
衡量中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中国占世界 GDP 比重衡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地位。人均 GDP 和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基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历史数据。如图 2 － a 所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均 GDP
呈现指数增长的模式，因此本研究对人均 GDP 进行了对数转换，使其数据形态近似于线性( 图 2 － b)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当年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较于上年的变动( 上年 = 100 ) ，通
胀率的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减去 100。如图 2 － c 所示，中国的通胀率大部分时间保持在较低
的水平，但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机制不够完善，通胀率在 1985 ～ 1989 年和 1993 ～ 1996 年出现两轮
高峰。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的计算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 1960 ～ 2019 年历年中国和世界 GDP 总量数
据。1990 年之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在 2%的水平上下浮动;之后，这一比重持续加速增长，改革
开放对提升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成效愈发显著。如图 2 － d 所示，中国经济总量在 1990 年仅占世界
GDP的 1． 6%，排名第 11 位; 但在 2007 年达到 6． 1%，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在 2010 年突破 9． 2%，
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依然持续提高。

人均 GDP、通胀率和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都用来检验中国政党信任的制度和文化逻辑，但限定的
时间段是不同的。当检验制度假设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完成的年份，匹配三个经济指标和调查数
据; 当检验文化假设时，基于受访者 16 岁所在年份合并数据。数据合并后，两组经济指标之间不存在很
高的相关性①，将其置于同一回归模型中，不会造成 II 型检验误差的大幅提高，即不会导致本应统计显
著的经济变量被判定为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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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年份与受访者 16 岁当年的人均 GDP的相关性系数是 0． 40，调查年份与受访者 16 岁那年的通胀率的相关性系数是 － 0． 02，
调查年份与受访者 16 岁那年的中国 GDP在世界上的比重的相关性系数是 0． 2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参见 https: / /data． stats． gov． c;世界银行数据，参见 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图 2:中国经济发展指标的变化趋势

(五)其他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所有控制变量都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包括性别、教育水平及地区。教育水平包括三个级
别，分别是初中及以下、高中 /中专及本科 /大专，且只考虑受访者是否接受过相应教育，而不考虑是否已
获得相应学历。地区变量的数值是受访者所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编码，在统计模型中按固定效应处理①。

在本文第四部分，将通过统计模型检验政党信任的制度和文化假设。相应的样本不仅包括中国
18 ～ 35岁青年受访者，也包括出生于 1933 年之后已经步入中年或老年的受访者②。这样能够更加充分
地利用纵向数据，不仅可以展现政党信任在青年时期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还能够展现政党信任从青年
到之后几个时期的转变。除去缺失政党信任变量的 1995 年，总样本数为 9194，表 2 展示了所有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党信任( 非常信任 = 1) 8418 0． 34 0． 47 0 1
世代 9194 3 1． 31 1 6
建国 = 1 9194 0． 14 0． 35 0 1
“文革”= 1 9194 0． 24 0． 43 0 1
改革初 = 1 9194 0． 28 0． 45 0 1
改革后 = 1 9194 0． 20 0． 40 0 1

—361—

·比较论坛· 张 扬 等:中国青年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文化与制度的两重逻辑

①

②

具体做法是，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一系列虚拟变量，每个虚拟变量对应一个地区。通过地区固定效应，所有和地区相关但不随时间
变化的影响因素( 如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等) 将得到控制。

分析样本未包括出生于 1933 年之前的受访者。他们属于新中国成立前的世代，仅占总样本的 2． 3%。



续表 2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85 后 = 1 9194 0． 11 0． 32 0 1
95 后 = 1 9194 0． 03 0． 17 0 1
调查年份
1990 年 = 1 9194 0． 09 0． 29 0 1
2001 年 = 1 9194 0． 11 0． 31 0 1
2007 年 = 1 9194 0． 22 0． 41 0 1
2013 年 = 1 9194 0． 25 0． 43 0 1
2018 年 = 1 9194 0． 33 0． 47 0 1
年龄 9194 43 14 18 75
男性 9192 0． 48 0． 50 0 1
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 1 8297 0． 46 0． 50 0 1
高中 /中专 = 1 8297 0． 39 0． 49 0 1
本科 /大专 = 1 8297 0． 15 0． 36 0 1

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 9194 6． 18 2． 37 1 10
调查年人均 GDP( 元) 9194 38267 23478 1663 66006
调查年通胀率( % ) 9194 2． 75 1． 23 0． 70 4． 80
调查年中国 GDP比重( % ) 9194 10． 32 5． 23 1． 59 16． 07
16 岁时人均 GDP( 元) 9161 4347 9276 119 54139
16 岁时通胀率( % ) 9175 3． 78 5． 88 － 5． 90 24． 10
16 岁时中国 GDP比重( % ) 8604 3． 16 2． 24 1． 59 14． 71

四、统计分析与发现

由于因变量政党信任是一个虚拟变量( 取值非 0 即 1) ，因此，所有的统计模型皆基于逻辑斯蒂回
归。世界价值观调查在中国的样本量于不同年份很不均衡①，在回归模型中，通过调整调查样本加权，
使每次调查的样本量都为 1000。若不对样本进行加权，将会导致样本量大的年份对模型的估计影响过
大，样本量小的年份对模型的估计影响过小，从而产生一定的偏差。

( 一)政党信任的年龄、时期和世代分析

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纵向数据，年龄、时期和世代可以置于同一统计模型中，每一个时间变量对
政党信任影响的独立作用能够得到分离，从而可以同时检验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表 3 展示了政党信
任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模型的分析结果。所有模型都通过引入地区固定效应( 未显示) ，控制了地区间
差异对政党信任的影响。模型 1 没有控制教育水平的影响，因为教育水平在 1990 年的调查数据中缺
失，忽略该变量可以提高总样本量。其他三个模型都包括了教育水平，但代价是总样本量的减少。模型
1 和模型 2 保留了所有世代数据，模型 3 和模型 4 只保留了完整世代数据。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并非每
年开展一次，每两轮调查之间都会有数年间隔，从而导致部分世代不完整，不完整世代占总样本的
1. 8%，保留不完整世代，会使得某些世代的构成前后不一致。对于不同世代，政党信任随年龄增长的变
化趋势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增加了世代和年龄的交互变量。

几个模型的发现是相似的。以模型 3 为例，样本涉及 2001、2007、2013 和 2018 年四个时期，2001 年
为对照时期，其他三个时期的回归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与 2001 年相比，其他年份的政党
信任并没有明显的提高或降低。对于每个调查时期，重新设置上一轮调查年份为参照时期，以此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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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受访者的样本量，在 1990 年和 2001 年都是 1000，2007 年是 1991，2013 年是 2300，2018 年是 3036。



地比较相邻两次调查的政党信任水平。如图 3 所示，调整后所有时期的回归系数在 95%可信水平上仍
然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对于任意相邻的两轮调查，政党信任差异甚微。图 3 中，线段对应回归系数的
95%置信区间。当图中虚线从线段中间穿过时，说明回归系数在 95%可信水平上不显著。虚线从接近中
心的位置，穿过了每一时期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否定了从制度逻辑引出的时期效应假设( 制度假设 1) 。

表 3:政党信任的年龄—时期—世代( APC)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调查年份( 参照 = 2001 年)

1990 年
0． 380＊＊＊

( 0． 142)

2007 年
0． 034
( 0． 106)

－ 0． 044
( 0． 109)

－ 0． 046
( 0． 109)

－ 0． 071
( 0． 109)

2013 年
－ 0． 053
( 0． 129)

－ 0． 087
( 0． 133)

－ 0． 096
( 0． 134)

－ 0． 139
( 0． 135)

2018 年
0． 075
( 0． 160)

－ 0． 039
( 0． 167)

－ 0． 074
( 0． 171)

－ 0． 033
( 0． 170)

世代( 参照 =建国)

“文革”
0． 094
( 0． 126)

0． 248*

( 0． 133)
0． 279＊＊

( 0． 139)
1． 279＊＊＊

( 0． 343)

改革初
0． 167
( 0． 200)

0． 409*

( 0． 212)
0． 453＊＊

( 0． 220)
2． 198＊＊＊

( 0． 600)

改革后
0． 329
( 0． 285)

0． 653＊＊

( 0． 300)
0． 709＊＊

( 0． 309)
2． 897＊＊＊

( 0． 772)

85 后
0． 603
( 0． 370)

1． 024＊＊＊

( 0． 390)
1． 098＊＊＊

( 0． 403)
3． 532＊＊＊

( 0． 881)

95 后
1． 096＊＊

( 0． 451)
1． 608＊＊＊

( 0． 476)
1． 704＊＊＊

( 0． 488)
4． 179＊＊＊

( 0． 940)

年龄
0． 031＊＊＊

( 0． 008)
0． 037＊＊＊

( 0． 009)
0． 038＊＊＊

( 0． 009)
0． 078＊＊＊

( 0． 015)

世代 ×年龄
－ 0． 015＊＊＊

( 0． 004)

男性
0． 133＊＊

( 0． 053)
0． 158＊＊＊

( 0． 055)
0． 155＊＊＊

( 0． 056)
0． 159＊＊＊

( 0． 056)
教育水平( 参照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
－ 0． 119*

( 0． 066)
－ 0． 124*

( 0． 067)
－ 0． 124*

( 0． 067)

本科 /大专
－ 0． 259＊＊＊

( 0． 091)
－ 0． 256＊＊＊

( 0． 093)
－ 0． 239＊＊＊

( 0． 092)

常数项
－ 1． 779＊＊＊

( 0． 478)
－ 2． 156＊＊＊

( 0． 510)
－ 2． 228＊＊＊

( 0． 519)
－ 3． 739＊＊＊

( 0． 729)
样本量 8415 7614 7431 7431

Log － likelihood － 2698 － 2194 － 2149 － 2146

注: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模型 3 中，所有世代的参照都是建国世代，建国世代之后五个世代的回归系数在 95%可信水平上
均显著。世代的回归系数一代高于一代则说明，政党信任也是一代高于一代，但这一趋势是否具有统计
显著性需要进一步验证。在重新估计每一世代的回归系数时，将相邻的上一世代设置为对照世代。如
图 4 所示，虚线穿过改革初世代的置信区间说明，改革初和“文革”两个世代在政党信任上没有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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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调查年份的回归系数以上一次调查年份为参照，每个世代的回归系数以上一个世代为参照。线段代表
回归系数的 95%置信区间，中间圆点代表回归系数的期望值。若虚线穿过置信区间，则说明相应回归系数不具有
统计显著性。

图 3:调查年份和世代的回归系数的 95%置信区间

注: x轴代表年龄，y轴代表政党信任( 非常信任 = 1) 的概率。灰色区域覆盖了 18 ～ 35 岁青年时期。预测政党
信任的概率时，除年龄和世代外，所有解释变量都设定在各自的平均值。

图 4:年龄、世代与政党信任概率( 基于 APC模型的预测)

异; 但虚线从其他世代的置信区间外侧经过，说明其他相邻世代间的政党信任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总的来看，年龄—时期—世代模型验证了基于文化假设的世代效应( 文化假设 1) 。

在几个模型当中，年龄的系数都为正值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政党信任会随着受访者年龄的
增长而加强。此外，模型 4 中世代与年龄的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随着世代的更替，
年龄对政党信任的增强作用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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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 4 的计算结果，图 4 展示了不同世代受访者的政党信任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纵向来
看，政党信任的代际差异是显著的，如图 4 灰色区域所示，新一代青年总比上一代青年对政党有更高的
信任。根据模型 4 的估计，在 18 岁时，六个世代的政党信任概率越来越高，分别是 0． 04、0． 09、0． 16、
0. 23、0． 30 和 0． 38。横向来看，年龄对政党信任的作用在不同代际中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代际的更
新，年龄对政党信任的作用正在逐步减弱。

( 二)政党信任的经济影响机制分析

经济因素是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产生的基础。为检验政党信任的经济影响机制，我们在表 3 中模
型 4 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以检验微观经济变量对政党信任的影响( 制度假设 2) 。同
时，加入调查年份和受访者 16 岁时的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以检验制度假设 3。这些经济变量具体包括
人均 GDP、通货膨胀率和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模型 1 包括了所有经济变量，但因调查年的人均 GDP
和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①，两个变量又分开置于模型 2 和模型 3 中。新的模型去掉
了几个调查年份变量，原因是这些变量等同于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和调查年份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
在完全共线性。此外，所有模型都通过引入地区固定效应控制了地区差异对政党信任的影响。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政党信任的制度和文化逻辑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微观层面上，家庭经济
状况满意度和政党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验证制度假设 2 ) ，和制度逻辑的预测一致。宏观层
面上，受访者 16 岁时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的提高会增强政党信任( 验证文化假设 2c) ，但该比重在调查
年份对政党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否定制度假设 3c) ，这一结果支持文化逻辑的预测。人均 GDP 和通货
膨胀率的相关变量均不显著，既不支持制度假设 3a和 3b，也不支持文化假设 2a和 2b。

表 4:政党信任的经济因素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世代( 参照 =建国)

“文革”
1． 080＊＊＊

( 0． 381)
1． 049＊＊＊

( 0． 378)
1． 038＊＊＊

( 0． 376)

改革初
1． 911＊＊＊

( 0． 679)
1． 849＊＊＊

( 0． 674)
1． 828＊＊＊

( 0． 670)

改革后
2． 466＊＊＊

( 0． 910)
2． 343＊＊＊

( 0． 891)
2． 326＊＊＊

( 0． 888)

85 后
2． 727＊＊

( 1． 079)
2． 580＊＊

( 1． 056)
2． 557＊＊

( 1． 051)

95 后
2． 624＊＊

( 1． 270)
2． 514＊＊

( 1． 256)
2． 481＊＊

( 1． 250)

年龄
0． 063＊＊＊

( 0． 023)
0． 067＊＊＊

( 0． 023)
0． 065＊＊＊

( 0． 023)

世代 ×年龄
－ 0． 011*

( 0． 006)
－ 0． 010*

( 0． 005)
－ 0． 010*

( 0． 005)

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
0． 040＊＊＊

( 0． 013)
0． 040＊＊＊

( 0． 013)
0． 040＊＊＊

( 0． 013)

调查时人均 GDP
－ 0． 812
( 0． 869)

－ 0． 064
－ 0． 152

调查时通胀率
0． 103
－ 0． 123

－ 0． 001
( 0． 024)

－ 0． 008
( 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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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调查年份，人均 GDP和中国 GDP比重的相关性系数高达 0． 91。



续表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调查时中国 GDP比重
0． 126
( 0． 147)

－ 0． 007
( 0． 026)

16 岁时人均 GDP
－ 0． 045
( 0． 188)

0． 021
－ 0． 165

0． 006
－ 0． 177

16 岁时通胀率
－ 0． 001
－ 0． 006

－ 0． 002
( 0． 006)

－ 0． 002
( 0． 006)

16 岁时中国 GDP比重
0． 099＊＊

( 0． 049)
0． 096*

( 0． 049)
0． 098＊＊

( 0． 049)

男性
0． 149＊＊＊

( 0． 058)
0． 148＊＊

( 0． 058)
0． 148＊＊

( 0． 058)

教育水平
( 参照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
－ 0． 134*

( 0． 070)
－ 0． 141＊＊

( 0． 069)
－ 0． 143＊＊

( 0． 069)

大学 /大专
－ 0． 247＊＊＊

( 0． 095)
－ 0． 255＊＊＊

( 0． 094)
－ 0． 256＊＊＊

( 0． 094)

常数项
3． 268
( 8． 007)

－ 3． 568＊＊＊

( 0． 846)
－ 3． 931＊＊

( 1． 763)
样本量 7035 7035 7035

Log － likelihood － 1991 － 1991 － 1991

注: * p ＜ 0． 1，＊＊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差。所有模型都基于完整世代，都控制了地区固定
效应。估计回归系数时，通过加权，每个调查年份的样本数达到平衡，都为 1000。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宏观经济变量对政党信任的实质效应，对表 4 中的模型 1 进行了可视化处理( 见

注: x轴代表相应经济指标的赋值，y轴代表政党信任( 非常信任 = 1) 的概率。预测政党信任概率时，其他
所有解释变量都设定在各自的平均值。

图 5:经济变量对政党信任的实质效应

图 5) 。只选取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两个变量，即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和 16 岁时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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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信任概率的计算也是基于公式。通过图 5 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对政党信任的提升作用
是有限的:即使满意度从最低值 1 增长到最高值 10，政党信任概率只能提高 0． 32 － 0． 24 = 0． 08 ( 图
5 － a) 。与之相比，宏观经济变量有较宽的取值区间，累积的实质效应是不可低估的。控制人均 GDP和
通胀率等影响因素后，在 1% ～25%的取值区间内，16 岁时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比，政
党信任概率增加 1． 9% ～2． 5%①( 图 5 － b) 。例如，以 16 岁当年为标准，当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从 2%
升至 20%时，政党信任概率从 0． 26 升至 0． 68，相差达 0． 42。综合统计显著性和实质显著性来看，相比
于基于理性选择的制度逻辑，文化逻辑更好地解释了经济发展和政党信任之间的关系。

五、研究结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
后，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当代青年的成长环境与其父辈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
环境的巨大变动往往会引起政治文化的转变。本文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青年的政党信任发展趋势以及
经济发展和政党信任的代际差异之间的关系。政党信任的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不同
的解释。制度逻辑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假设之上，认为政党信任主要与近期国家经济表现有关，与世代关
系不大;文化逻辑则强调规范、观念以及成长经历等文化因素对政党信任的影响，个人的文化特质往往
定型于青少年成长时期，由于每个世代的社会经历不尽相同，因此，每个世代的政党信任水平也应有所
差异。在文化逻辑看来，经济因素影响政党信任，不是因为人们将经济表现的优劣作为评价政府绩效的
标准，而是因为一个人在青春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其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1990 ～ 2018 年五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民众的政党信任随代际更替不断提高，且速度
不断加快。青春期处于新时代的 95 后青年，其政党信任强于之前的任何一个世代。通过实证分析可以
看出，经济因素对政党信任代际差异的影响更符合文化逻辑的解释，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
所有调查年份的经济变量中，只有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是显著的，但其对政党信任的提升作用有限;第
二，16 岁时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的提高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党信任，而不是调查年份的中国 GDP在世界
上的比重。

普遍的政治信任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政权韧性的重要基础( Tang，2016 ) 。基于
本研究可以预见，中国的政治文化优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中国青年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同将有增无
减。政党信任自身是有韧性的，经济的短期下滑虽会降低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但对政党信任的影响是
有限的。总之，一个国家政治信任的建立往往需要几代人，这是政治文化的路径依赖属性所决定的
( Pierson，2000) ，但一旦建立起政治信任，它将是具有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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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China's Youth Vie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for Trust in Political Parties

Zhang Yang ＆ Tang Wenfang
(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enzhe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wo questions regarding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How do the new and old cohorts of Chinese
youth differ in their trust towar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 are economic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such cohort differ-
enc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five waves of the World Value Survey ( WVS) between 1990 and 2018，we find that respondents of
a more recent cohort tended to place stronger trust in the Party． We also find that the impact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family's finan-
cial situation is limited，and that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in particular Chin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us，have strong sub-
stantive effects and they exert influence on trust in the Party mainly during impressionable years ( e． g．，the year when one turns
16 ) ，rather than in the years when the WVS survey is conducted． These findings better support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al trust
tha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that is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ization; Ｒational Choice; Chines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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